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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需要些反思性地了解。而我相信，一种新的长城史知识，以及此知识所造成的现实变革，

可以让所有蒙古族人成为骄傲的蒙古人与中国人。 

記者：普通人可能最关心如何培养这种反思性？ 

王明珂：最简单的反思性就是从人类生态角度去思考。不要只讲大国崛起或汉唐盛世，每个

人问问看，自己除了在一个大国中觉得很光荣，生活有没有更好？司法是不是能保障人民的社会

公平、正义？资源分配是不是很公正？走在街上是不是很安全？如果这一切都很好，那么大家便

以国家为荣，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过得并不好，但仍觉得以作为大国国民为荣，那么就值得反思，

自己为何如此？哪些知识让我们麻醉自己，谁或哪些团体在创造及推行这些知识？反思性是对自

身处境的一种觉醒，认识到自身的现实处境，而开始怀疑造成自身认知的普遍知识与知识权力。 

提问：作为一个历史人类学家，你觉得年轻人对历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王明珂：我是觉得，如果是那种刻板历史，的确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或者两千年发生的事情，与当代人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所关心的历史，真的是“有关系”的历史。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所有的被人们

记录、重述的历史都是一种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而且所有的 memory 都控制我们的行动。

这就如电脑的运作，因为它有内建程序（program）在里面，它有一些系统在里面。 

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社会给予的历史知识就是一种社会内建程序。We are what we 

remember。我们之所以这样行动，是因为你脑子里面记得一些事情，记得你是某一个家族的人，

记得你是某一个民族的人，所以你会为你的家族、民族光荣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历史跟现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联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强调反思历史。

因为我们不能让“历史”把我们当作木偶，好像有人操纵历史，就像操纵一些线，把大家拉着行

动，如同木偶一样。反思性历史研究，便是要人们能见着那些线以及操纵线的人，了解自身在现

实社会及在历史长河中的处境与地位，因此得以行动来让现实更美好。 

 

 
【论  文】 

西藏企业藏族员工职业进步状况再探 

王凡妹1 

 

摘要：本文以西藏中小型民营企业实地调研成果为基础，用草根理论构建藏族员工职业进步路径

理论模型，深度诠释藏族员工在西藏企业内的职业进步状况。该理论模型由三个层次组成：核心

故事层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范畴，以理论编码“被接受的过程”将这些范畴相互连接，同

时受到微观情境层（企业情境）与宏观情境层（区域差异与政府政策）的影响，其中企业情境的

中介作用至关重要。文章重点解读了藏族与汉族员工之间、以及藏族员工之间在职业进步状况方

面的差异性，并阐释了其中的理论发现与实践意义。本研究有助于种族与族群研究者们深入了解

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少数族群成员的职业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扩充了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藏族员工；职业进步；草根理论；族群差异性 

 

近年来，在中国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族群成员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

这应当引起关注，因其既影响少数族群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更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马

戎, 2012: 243）。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学者们的关

                                                        
1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央财经大学海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2018年度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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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点在于如何帮助少数族群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如琼达, 次旦欧珠&次卓嘎, 2013；黄菊英, 

图登克珠&周晓阳, 2014；赵晓芳, 2009）等，但针对少数族群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职业发展与

进步状况的研究却不多。 

本研究以西藏中型（≥300 名雇员）及小型（≤300 名雇员1）民营企业为例，探究藏族员工的

职业进步（career advancement）状况，希冀通过这项研究，找到影响其职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

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克服各种障碍，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职业可以被定义为“某一个体工作经历的演变轨迹”（Arthur, 2008）。作为职业研究者最关

注的话题之一（Harris, Pattie & Mcmahan, 2015），职业进步是指“对某位员工职业移动（career 

movement）的客观评价，这一评价通过等级晋升（hierarchical advancement）或水平流动

（horizontal mobility）来实现（Carmeli, Shalom & Weisberg, 2007）。”职业进步同时受到个体与

组织因素的影响（Nabi, 2000）。  

迄今为止，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少数族群成员职业进步状况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2。2012 年，杨涛调研西藏三家旅游企业藏族员工的职业状况发现，尽管藏族员

工在企业员工中占比较大，但主要集中在底层岗位上，在管理岗位上的占比远低于汉族员工。他

从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分析了这一现象，但未对企业内部进行微观研究。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较多。有研究指出，种族或族群因素并不会严

重影响少数群体的职业进步状况（Sheridan, Slocum & Buda, 1997; Butt, Lin & Manning, 2012），甚

至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影响，少数群体成员在组织内的晋升机会还会超过多数群体成员（Shenhav, 

1992; Nkomo & Cox, 1990）。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少数群体成员的职业进步状况不如主流群体成

员，种族或族群身份是造成差异的因素之一（如 James, 2000; Barrett, Cervero & Johnson-Bailey, 

2004; Smith, 2005）。 

通常说来，国外研究者倾向于从“非基于种族”（non-race based）或“基于种族”

（race-based）方面来分析职业进步状况的族群差异性（James, 2000）。“非基于种族”的解释往

往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关。人力资本是指“个体的知识、信息、思想、技术与健康”（Becker, 

2002），可以通过个人在教育与培训上投资（Becker, 2009: 17）以及增加职场工作经验来得到提

升（Harris et al., 2015）。在劳动力竞争市场上，个体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异性会强烈影响其

薪资收入与所分配到的特定岗位（James, 2000）。种族因素也会通过人力资本变量间接地影响少

数族群的晋升（ibid）。如，Trejo（1997）发现，与非西班牙语裔白人相比，墨西哥裔美国人因

工作经验较少、英语能力匮乏、受教育水平较低而薪资较低。种族因素还会与人力资本结合在一

起，影响少数群体的职业进步。如 Morrison 与 Glinow（1990）发现，受到种族偏见或歧视的影

响，人力资本的投资给少数族群带来的回报要低于多数族群。 

在基于种族的解释方面，Johnson（1986）与 Barrett 等人（2004）均证实，以“更少公开的”

和“更加巧妙的”方式为特征的“隐蔽的（covert）”种族主义逐步取代了先前“公然的（overt）”

种族主义，仍然阻碍着黑人专业人士的职业进步。另有研究表明，亚裔或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也在

工作场所感受到种族歧视（如 Fouad, Kantamneni, Smothers, Chen, Fitzpatrick & Terry, 2008; 

Kameny, Derosier, Taylor, Mcmillen, Knowles & Pifer, 2014）。此外，个体所遭到的刻板印象或种族

偏见（如 Barrett et al., 2004; Carton & Rosette, 2011）或组织的制度性障碍（如与晋升和终身职位

相关的政策和实践）（Kameny et al., 2014）均会阻碍少数族群成员的向上流动。 

                                                        
1 分类标准请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取自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7/t20110704_570692.htm. 
2 在本研究中，笔者重新梳理、分析与诠释先前发表的论文（王凡妹, 2014 & 2016）数据，并增加部分数据，与

前述成果的重合度不超过 10%。 

http://gb.oversea.cnki.net.ezp-prod1.hul.harvard.edu/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bb%84%e8%8f%8a%e8%8b%b1&code=10216576;09195444;31085996;
http://gb.oversea.cnki.net.ezp-prod1.hul.harvard.edu/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5%9b%be%e7%99%bb%e5%85%8b%e7%8f%a0&code=10216576;09195444;31085996;
http://gb.oversea.cnki.net.ezp-prod1.hul.harvard.edu/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5%91%a8%e6%99%93%e9%98%b3&code=10216576;09195444;31085996;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7/t20110704_570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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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也会造成职业进步状况的族群差异性。在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资源——

指某人与其同事、下属与上司之关系网络的特质（qualities）（James, 2000）——通常在晋升中起

到关键作用。如，候选人能够通过组织内的政治与社会网络，既获得晋升机会相关信息，也能在

竞争过程中获得支持（Nkomo et al., 1990; Combs, 2003）。研究发现，少数族群成员在获得与理解

政治技术方面不如多数族群成员（Ferris, Frink & Galang, 1993），并且因类同性（homophily）——

指“身份（identity）或组织成员资格（affiliation）方面类似的个体之间交往的程度”（Ibarra, 1993）

——导致其网络资源受限。研究发现，与异种族或族群成员相比，同种族或族群成员相互之间形

成关系的可能性更大（James, 2000）。少数群体的职业进步也会因其拥有较少的基于“身份-群体

资格类同性”的“与之类似的他人”（Ibarra, 1993）而受限。这一点，已在少数族群员工与其上司

（Lefkowitz, 1994; Cianni & Romberger, 1995）、导师（Dreher & Cox, 1996; Barrett et al., 2004）以

及晋升评审团成员的关系研究中得到了证实（Powell & Butterfield, 1997）。 

除前述研究外，还有研究者将研究范畴从个体的人力资本扩大到其所属族群的文化背景及其

所处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力图勾勒出更加复杂和全面的图景（Gomez, Fassinger, Prosser, Cooke, 

Mejia, & Luna, 2001; Richie & Fassinger, 1997）。然而，国外研究大多在欧美情境下进行（如 Stanley, 

2009; Wyatt & Silvester, 2015），其成果难以套用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族群背景迥然相异的中国。

本研究将有助于种族与族群研究者们深入了解在中国特定情境下的少数族群成员的职业相关问

题，以期提供新的视角，洞见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 

 

由于在中国鲜有关于少数族群职业问题的研究，无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因此本研究拟通过

分析丰富、详实与令人信服的资料来寻求新的建构（new constructs）以及提示性模型（suggestive 

model）（Edmondson & McManus, 2007）。本研究选用 Glaser 和 Straus（1967: 1）提出的“草根理

论（grounded theory）”，将搜集的定性资料与新提示性理论（suggestive theory）相关联（Edmondson 

et al., 2007）。近年来，草根理论方式已成为管理研究领域最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Bluhm, Harman, 

Lee & Mitchell, 2011），也是职业相关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Blustein, Kenna, Murphy, Devoy & 

Dewine, 2005）。此方式在定性资料的搜集、分析与总结方面有鲜明特征，能有助于形成“概念之

间的良好整合”（Corbin & Strauss, 1990: 5），同时也强调生成（generate）并详细阐释清晰的理论

（Strauss, 1987）。   

研究地点 

西藏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2010 年，藏族人口在全区人口中的占比高达 90.48%（西

藏自治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 

2012: 70）。笔者于 2013 年 7 月至 9 月赴藏，进入 4 家1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即 A 集团

总部及其下辖 A-1 公司（独立法人）、B 集团总部及下属 B-1 公司（独立法人）、C 公司和 D 公司，

这些企业均位于 S 市及其下辖的 S-1 和 S-2 县，共搜集样本 43 个。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6 月，

笔者又陆续以电话访谈 5 人与面谈 4 人的形式补充了样本，他们是笔者首次入藏时出差在外或临

时休假的关键信息提供者（Bluhm et al., 2011）（如人力资源经理或藏族管理者）。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些企业，是考虑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较少，

更能反映藏族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在这些企业中，A 集团规模最大，在西藏有雇

员约 500 人，其中 A-1 公司约 120 人2，B 集团的雇员总数不超过 200 人，B-1 公司与 C、D 公司

一样，雇员总数均未过百。A、B 集团的所有者为藏族，而 C、D 公司为内地3入藏开办企业的汉

                                                        
1 笔者实际调研了 7 家企业，其中 3 家企业尽管显示出与本文所提及之企业类似的人力资源分布特征，但因受访

者样本过少而未纳入数据分析。 
2 A 集团在内地及西藏的雇员总数约 1800 人，但内地以销售业务为主，不从事生产加工业务。 
3 考虑到本研究中受访者的语言习惯，本文均用“内地”指代“中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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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所有。这些企业均为利用西藏特殊资源禀赋的自产自销企业，其中 A-1 公司属农林产品加工

业，主打油类产品和林下资源产品；B-1 公司属香品纸品业，主打产品为藏香；C 公司属特色饮

品制造业，主打产品为青稞酒系列；D 公司属现代纺织业，主打产品为羊毛羊绒制品。 

受访者情况 

在所调研的企业中，只有 A 集团总部和 A-1 公司提供了详细的人员名单，其余 3 家企业的

人力资源状况是通过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访谈获得。为方便诠释数据，笔者根据各企业内部的岗位

职级，同时结合各职级相应的薪资水平，将所有职级划分成 5 类，从高到低（除老板外）依次为：

高层管理者【简称“高管”】、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技术类人员1、中层管理者或中级技术类人员、

低层管理者或初级技术类人员、以及普通员工，包括普通一线生产操作工人（简称“工人”）、门

卫、保安、接待等后勤人员。 

在调研中，笔者结合企业的人力资源分布状况与样本的可获得性，实施目标式抽样，并辅以

滚雪球抽样法。研究共完成访谈个案 54 个，包括 52 名企业人员及 2 名 S-1 县的政府官员。企业

被访者基本信息请见表 1。 

 

表 1：企业被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a 

 样本特征 藏族 汉族 频数（人） 比例（%） 

所属企业 

A 集团总部 7 4 11 21.2 

A-1 公司 11 2 13 25.0 

B 集团及 B-1 公司 7 6 13 25.0 

C 公司 3 6 9 17.3 

D 公司 2 4 6 11.5 

性别 
男性 21 14 35 67.3 

女性 9 8 17 32.7 

年龄分布 

≦ 19 岁 - 1 1 1.9 

20~29 岁 7 7 14 26.9 

30~39 岁 17 5 22 42.3 

40~49 岁 3 6 9 17.3 

50~59 岁 3 3 6 11.5 

受教育程度 

没受过正式教育/小学未毕业 7 - 7 13.5 

小学毕业 3 - 3 5.8 

初中毕业 3 2 5 9.6 

中专/高中毕业 10 3 13 25.0 

大专（函授） 4 - 4 7.7 

大专（全日制） 1 5 6 11.5 

本科（全日制） 1 12 13 25.0 

研究生及以上 1 - 1 1.9 

职位层级 

普通工人 4 - 4 7.7 

低层管理者/初级技术类人员 14 7 21 40.4 

中层管理者/中级技术类人员 6 2 8 15.4 

中高层管理者/高级技术类人员 1 3 4 7.7 

高层管理者 4 8 12 23.1 

老板 1 2 3 5.8 

总计    52 100.0 

a.表中未列入政府 2 名工作人员。 

 

数据收集方式 

本研究主要选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搜集数据，辅之以实地观察法、文本分析法与问卷调研

法。笔者在广泛的文献回顾（Richie et al., 1997；Gomez, et al., 2001; Fouad, et al. 2008）后形成访

谈提纲初稿，并随着调研的深入不断补充、细化与调整。 

                                                        
1 本文中“技术类人员”是指“财务类”、“营销类”、“技术类”与“行政类”人员。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7 

访谈提纲初稿涵盖以下有关被访者的问题：1-进入企业前的工作和/或学习经历；2-职业选择，

包括何时及如何进入企业；3-进入企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包括如何适应组织环境、何种因素影

响其步入当前职位等；4-工作中所获之支持与所遇之障碍，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社会网络的打

造及工作情境的族群分布状况等；5-职业进步的外部影响，如家庭或外部网络等；6-职业期望，

包括原先与现在的职业期望；7-其他被访者所提及的职业相关信息。笔者在具体访谈时还针对不

同的个体适度调整提纲，以获取充分信息。 

资料搜集过程 

本研究中，笔者独立完成所有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工作。在实地调研中，除 C 公司是靠

S-1 县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才得以进入以外，其余 3 家企业靠的是私人朋友介绍。 

正式访谈地点选定在各公司安排的单独房间，以确保访谈内容的私密性。每位受访者的访谈

时间约为 60~90 分钟。访谈内容经被访者许可后被录音，之后整理成逐字稿。如果被访者拒绝录

音，笔者会在访谈时做笔记，并在访谈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内补充与整理。本研究有 48 个访谈用

汉语完成，4 个访谈是在一名翻译的帮助下用藏语完成1。为了打破定性资料在搜集过程中的潜在

障碍（potential obtrusiveness），努力与对方建立起信任感（Lee, Mitchell & Sablynski, 1999），笔

者在访谈时向被访者介绍自己为大学教师，以聊天方式切入主题，旨在打消被访者顾虑，使其在

放松的状态下诉说真实情况，表达切身感受。另有部分资料是笔者利用员工的午餐与晚餐时间，

通过与员工闲聊的方式补充。 

笔者还在两种情况下补充了资料：一是在各家企业正式访谈之前，提前搜集有关企业背景、

经营状况、组织文化、人员状况、人力资源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文本资料；二是当被访者之间的信

息相互矛盾或存在不确定因素时，笔者会搜集文本资料进行评判。总之，实地调研整理搜集的逐

字稿、访谈笔记与观察记录约 60 万字，为后期的数据分析打下了基础。 

数据分析 

编码是草根理论方式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程序。为了获得足够的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es），也为了补偿因未能使用全版本（full version）而使用简版本（abbreviated version）草根

理论方式所造成的不足（Willig, 2013），笔者使用逐行编码方式。编码工作由笔者借助 QSR NVivo 

10 软件完成，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是开放式编码。笔者反复阅读逐字稿与笔录，将文本资料“打破”成小的“文本片段”

（如单词、短语或句子），生成实质性编码（如身先士卒、努力工作、勤奋工作），并提升成概念。

在编码过程中，笔者不断比较所生成的概念之间的类同性与差异性，将其整合为低水平范畴

（low-level categories）和描述性范畴2（descriptive categories）（如，概念下属的服从性与下属的

遵从性被归为管理能力），并继续生成更高水平的分析性范畴（analytic categories）（如，管理能

力能被进一步整合到人的能力）。笔者还为所有识别出来的范畴和亚范畴（subcategory）确定了

属性（property）3与维度（dimension）4（Strauss & Corbin, 1998: 101）。如，亚范畴心理压力的属

性之一是心理约束，其维度是从几乎无/没有约束到重度约束的连续统，被访者的心理状况能够

被放在这一连续统的不同位置上。在编码过程中，笔者还不断比较和分析初始编码与新编码，逐

渐确定了关键范畴（key categories）。  

在开放式编码之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步骤，草根理论家们是有分歧的。Strauss 与 Corbin

（1998）主张，开放式编码之后依次是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与选择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

但也有学者指出，如果研究者在主轴式编码阶段就使用编码范式（coding paradigm）建立起范畴

之间的关联性（Urquhart, 2013: 25），就等于在选择式编码前预先设定了特定建构之间的相关性，

                                                        
1 笔者初期调研时，已经注意到部分藏族基层员工无法用汉语交流，聘请了 2 名藏族做翻译，结果发现效果欠佳，

于是被迫调整计划，减少不懂汉语的藏族被访者。 
2 正文中的范畴与亚范畴均用斜体字表示。 
3 属性是指某一范畴的特征（Strauss & Corbin, 1998: 101）。 
4 维度是指某一范畴之属性的连续统（Strauss et al., 19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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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相关性本应源自资料自身（Willig, 2013: 73）。因此，笔者选择遵循 Glaser（1992）的建议，

跳过主轴式编码，直接进入选择性编码阶段。  

在下一阶段，笔者在删掉与关键范畴关联性极低的少量范畴及亚范畴之后，进入理论创建的

关键性步骤——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期间笔者不断比较分析范畴之间的关系与撰写备

忘录（memo）（Hernandez, 2009）——书写备忘录过程实际上起始于开放式编码阶段——旨在呈

现出“范畴和/或其属性之间的关联性假设，并将这些关联性与其他范畴群整合在一起，进而形成

理论”（Glaser & Holton, 2004），最终在数个已识别的理论编码中确定了最后的理论编码

（theoretical code）（Hernandez, 2009）。    

三、研究结果 

在现有国际研究中，少数族群成员通常是组织内真正的少数（占比较小），并且，研究者们

倾向于将具有类似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技术、职级等）的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对比，

以期识别职业进步状况方面的族群差异影响因素（如 Wyatt et al., 2015）。然而，本研究中的企业

则呈现出如下独特的人力资源族群分布状况： 

一是各企业员工在工作分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差异。尽管藏族员工在数目上是各企业员

工的主体，但主要集中在中层及以下管理者岗位，而基层一线员工几乎全是藏族。相比之下，汉

族（几乎全部来自内地）主要占据着中高层及以上管理岗位或中高层技术类岗位。也就是说，藏

族员工在企业较高职级中呈现出不成比例的低代表性现象。 

二是各企业员工职业进步路径呈现出鲜明的族群特征。如图 1 所示，在所调研企业中，员工

遵循三条路径进步：路径 1 是生产部门员工发展通道（如，基层操作工人→班组长→车间副主任

/主任→生产厂长/副厂长）；路径 2 是非生产部门员工发展通道（如，普通员工→初级化验室人员

→化验室主任）；路径 3 适用于技术类人员的发展。员工通过路径 1 和 2 可继续晋升到中高层管

理者岗位（如分厂副总）；中高层管理者与高级技术类人员能继续晋升到高层管理者（如 A 集团

副总）。 

普通员工

低层管理者

（生产部门）

中层管理者

（生产部门）

中高层管理者

高层管理者

中级技术类人员 高级技术类人员

初级技术类人员

中层管理者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
径

1

路
径

1

路
径

1

路
径

2

路
径

2

路径3

路
径

2
路
径

2

路
径

3

 

图 1：企业员工职业进步路径图 

 

调研发现，藏族员工大多沿着路径 1 发展，其中极少数能继续晋升到中高层或以上管理岗位；

路径 2 以汉族居多；路径 3 则全是汉族。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沿着路径 1 发展的藏族低层或

中层管理者是从企业内部的普通一线工人岗位做起，鲜有直接外聘为管理者的；但沿着路径 2 和

3 发展的员工绝大多数受聘时至少是初级技术类岗位，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企业后从未经历过换岗

或晋升【称作“外聘者一类”】；另一部分曾经在企业内有换岗或晋升经历【称作“外聘者二类”】。

为方便诠释，笔者将路径 1 中的藏族称作“藏族一类”（17 人），将藏族的外聘者一类与二类合称

作“藏族二类”（10 人）。此外，受访企业中只有 A 集团与 B 集团有藏族高管，他们是同老板一起

创业者（只有 1 人除外），未遵循图中任何一条职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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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概述 

为诠释藏族员工的职业进步状况，笔者构建了藏族员工职业进步路径理论模型（图 2）。该

模型的中心为核心故事层（core story），是从个体层面进行诠释，包括人力资本（实际的、被识

别的及被认可的）、人的能力（实际的、被识别的及被认可的）、工作态度与社会资本这些主要范

畴，范畴之间按照理论编码“被接受的过程”相互连接。核心层外为两个情境层（contextual layers）：

内层是微观情境层“企业情境”；外层是宏观情境层，包括“区域差异”与“政府政策”。 

为表述方便，在研究结果部分，词语“绝大多数”是指所提及群体数目的 85%及以上，“大多

数”“通常”“往往”“众多”是指 70%-84%；“一些”“若干”是指 40-69%；“少数”是指

39%及以下——如，“少数藏族管理者”是指“39%及以下的藏族各级被访者”。此外，字母 H

代表汉族，T 代表藏族——如，H19 是指第 19 位汉族被访者。  

宏观情境层：

区域差异：语言、教育、现代化与文化

政策影响因素

微观情境层：

培训与开发

管理制度化

藏族二

类/汉族

藏族

一类

有限的社会资本

语言

被认可的社会资本完整的社会资本

被识别的人力资本实际的人力资本

实际的人的能力

对工作的实际态度

阶段 I

阶段 II

被识别的工作态度

被识别的人的能力

被认可的人力资本

被认可的人的能力

类同性 II

低层管理者/

初级技术类人

员

中层管理者/

中级技术类人

员

普通员工

中高层管理

者/高级技术

类人员

高层管理者

类同性 I

图 2：藏族员工职业进步路径理论模型 

注：图中实线的起点与终点分别指某位员工入职时的职级与目前所在的职位，虚线的箭头指向企业外部，是指一

位员工可能在线上任一时点上离职。 

 

核心故事 

模型显示，藏族一类在职业进步过程中会遭遇“天花板效应”，但藏族二类与汉族不会。该

现象可以分两阶段来解读：第一阶段，分析生产部门的工人如何才能成长为管理者；第二阶段，

分析企业雇佣和/或晋升外聘者一类或二类的条件，进而剖析藏族一类缘何遭遇“天花板效应”。

笔者还将进一步确定主要范畴之间的关系，以期清晰而系统地阐明核心理论。 

第一阶段：个体层面的主要范畴 

第一阶段涉及的主要范畴包括人力资本、人的能力、工作态度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亚范

畴包括语言熟练度、受教育程度、业务水平与资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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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阶段 I 的主要范畴 

范畴 亚范畴 属性 维度* 

人力资本 

语言熟练

度 

双语口语 
流利度 几乎不或不流利→非常流利 

发音标准度 不标准→标准 

书面汉语 
内容正确性 不正确→正确 

内容复杂性 简单→复杂 

受教育程

度 
学历 受教育年限 低(≤小学)→高(≥高中或中专) 

业务水平 专业技术 
深度 低→精湛 

广度 掌握某一车间的技术→掌握各车间技术 

资历 
现有企业工作

经验 
工作时长 短(≤1 年)→长(≥11 年)  

人的能力 

管理能力 
下属的服从 不服从→服从 

下属的尊重 不尊重→尊重 

协调沟通

能力 

上传下达 
内容的正确性 不正确→正确 

内容的清晰度 不清晰→清晰 

下情上传 反馈时间 不及时→及时 

工作态度 

 
仔细 

缺乏→完全具备 

 
努力 

 
有责任心 

 
身先士卒 

 
集体主义 

  服从 

*表中维度中 “→”的左边和右边分别代表情况的两极。  

 

语言熟练度是指书面汉语与双语（藏语、汉语）口语技术。绝大多数被访者指出，要想成为

管理者，会汉语是是必备条件。在生产部门，懂得双语的管理者最受欢迎，他们是汉族与藏族工

人的沟通桥梁：藏族工人大多来自农牧民家庭，会听说汉语的很少，而非生产部门的大多数管理

者与技术类人员是无法用藏语交流的汉族。随着职级的提升，岗位对语言熟练度的要求会逐步提

升。如，“汉话说得不标准一般还有机会当上班组长【T27，C 公司女性低层管理者】”，但到了

车间主任或更高级别，“普通话就必须说得很好了”【T8，A-1 公司男性低层管理者】。另外，企

业内部所有较高层次的正式沟通（如开会、发布文件等）都用汉语进行，对汉语书面表达水平的

要求也随着职级的提升越来越高。 

大多数管理者认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进步的重要因素。藏族一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高中或中专学历就算高学历。如，A-1 公司 101 名藏族一类员工中，有 9 人未完成小学学历，74

人为初中毕业生，14 人是高中或中专毕业生，只有 4 人是函授大专生。 

关于业务水平，部分藏族一类管理者表示，在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精湛者（深度）或掌握多

项技能者（广度）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如，A-1 公司男性低层管理者 T5 就相信，如果自己能

够学会“每个车间的技术，就能走入更高层。” 此外，由于受访的藏族一类管理者都是从工人干

起的，因此职级较高者的资历（即现有企业的工作经验）也较深。  

人的能力的亚范畴包括管理能力与协调沟通能力。管理能力以“管得住员工（T4，A-1 公司

男性中层管理者）”为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下属的服从与尊重。管理者还应成为其下属与上司

之间的沟通中介。藏族管理者既需要将上级意图清晰地传递给下属，也需要将下属想法及时反映

给上级（尤其是汉族）。 

工作态度也会对职业进步产生影响。大多数藏族一类管理者表示，企业在选拔人才时，除了

仔细、努力、有责任心等以外，那些能够身先士卒者更容易赢得上级青睐。另有少数汉族管理者

指出，潜在的候选人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并且“与领导保持一致（H14，D 公司女性高管）”。 

模型还显示，藏族一类实际的人力资本、人的能力与工作态度必须通过“语言”（汉语）才能

被识别。当笔者问及何种因素可能阻碍藏族员工的职业发展时，绝大多数被访者的第一反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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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并强调“绝对是汉语（T7，A 集团总部男性中层管理者）”。访谈资料显示，如果藏族工

人无法打破语言障碍，那么其业务水平、工作经验、工作态度会无法被识别，也不可能获得提升。

正如 T27 所说，“有的藏族（员工）都来了 10 年了，但不会普通话，连班组长也不能当”。 

 

 

 

 

 

 

 

 

 

 

图 3：社会网络的建立 

注：图中所有亚范畴（如与藏或汉族同事的关系、与藏或汉族上司的关系和与藏或汉族下属的关系）的特性都是

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维度均为不可能到可能，连线上标志着员工为打造此社会网络所必须的语言。 

 

语言因素还影响藏族员工社会网络的打造。如图 3 所示，在生产部门，仅有藏、汉双语兼通

者才有可能打造一个完整的关系网络。语言问题还直接引致企业内部特殊的沟通模式，即一名汉

族（尤其是管理者）与一名藏族工人之间的沟通需要通过藏族经理进行。正如 H14 所描述的，“跟

（藏族）工人交流特别困难，他们一般有事情都是通过厂长（藏族）跟我说，然后我说怎么办，

他们（厂长）再跟工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族群隔离状况。此外，在生

产部门，由于藏族工人的上司或导师都是藏族，因此西方学者（如 Cianni et al., 1995; Barrett et al.，

2004）所关注的与社会网络有关的族群类同性问题不存在。 

访谈中，藏族一类无人提及自己曾遭受到“基于种族”的不公正对待。实际上，无论是藏族还

是汉族高管，在甄选生产部门的基层员工时均倾向于使用藏族，这是因为：其一，在平均海拔高

达 4000 米以上的西藏工作，藏族有着汉族不可比拟的身体优势。其二，企业如长期雇佣内地入

藏的汉族员工，需要支付额外的用工成本。如，汉族员工往往会要求企业额外支付高原补贴及提

供带薪休假。其三，藏族员工能够起到“象征性代表（token representatives）”作用：（1）他们是

企业的形象代言人，正如 C 公司男性高管 H22 所说，“只要参观团一来，就会看到我这里用藏族，

有西藏特色”；（2）企业招收藏族农牧民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3）民族团结是西

藏区域政策的重要模块，“企业如果不雇佣一名藏族，就可能会不利于民族团结。” 再有，企业

高管也愿意从藏族工人中培养生产部门的管理者，而不愿意直接外聘管理者——即使是藏、汉双

语皆通的外聘藏族——因为“工人们只服气那些真正有本事的，突然从外面叫人来直接管他们是

管不了的（H14）。” 

第二阶段：个体层面的主要范畴 

在本阶段，藏族员工也颇受欢迎，这是因为除前述身体条件等优势以外，藏族员工还具有与

内地入藏汉族截然不同的未来职业规划——大部分受访汉族表示，他们在数年之后会离开西藏；

所有汉族被访者表示，他们最终肯定要回归故乡。汉族被访者认为，尽管在西藏工作能够获得较

理想的薪资，但长期在西藏工作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一是生理的不适应，包括气候不适应、高

海拔对身体不利、区域生活条件差等；二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缓慢，包括知识更新缓慢、新知识难

以用于西藏以外地区以及工作经验对回内地的发展作用有限；三是原有社会资本的流失，包括内

地圈子的缩小与内地朋友感情方面的淡漠；四是强烈的孤独感，包括家人不在身边的寂寞、内地

朋友不在身边的寂寞、（单身）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而藏族员工不存在以上问题，他们对

家乡“有感情，不愿意离开，能留得住（T19，B 公司男性高管）”。访谈中大多数藏族被访者也

生产部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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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族上

司的关系

与汉族上

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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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从没想过”或“不会”到内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前述“天花板效应”可以归因于藏族一类

管理者难以满足企业选拔人才的条件。 

表 3 展示出第二阶段影响员工雇佣和晋升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到，本阶段人力资本与能力的

范畴及亚范畴与上一阶段基本相同，但属性与维度发生了变化。  

 

表 3： 阶段 II 的主要范畴 

范畴 亚范畴 属性 维度* 

人力资

本 

语言熟练

度 

汉语口语 
流利度 几乎不或不流利→非常流利 

发音标准度 不标准→标准 

书面汉语 
内容正确性 不正确→正确 

内容复杂性 简单→复杂 

受教育程

度 
学历 

受教育年限 低(≤高中或中专)→高(≥学士学位) 

是否受过正规教育 函授教育→全日制教育 

业务水平

（管理

者） 

知识与技能 

深度 低→精湛 

广度 
掌握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掌

握各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业务理念 丰富的理论知识 匮乏→丰富 

业务水平

（技术人

员） 

进入企业前的职称 职称 无职称→高级职称 

资历 

进入企业前的工作

经验 
工作时长 

短→长 

现有企业的工作经

验 
短(≤1 年)→长(≥3 年) 

人的能

力 

管理能力 
先进的管理理念 

现代企业工作经验 当地→发达地区 
先进的管理方式 

 上情下达 
内容的正确性 不正确→正确 

协调与沟

通能力 

内容的清晰度 不清晰→清晰 

下情上传 反馈时间 不及时→及时 

与其他部门人员的

交往能力 

处理部门内部关系或与其

他部门关系 
缺乏→完全具备 

与企业外部人员的

交往能力 

处理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

关系 

* 同表 2 中的“*”标志。 

 

在第二阶段，语言熟练度以汉语口语与书面汉语为特征，因为“只要（员工）脱离了基层岗

位，进入中高层甚至高层，就需要同政府或其他部门打交道，那就全用汉文（H9，B 公司男性高

管）。”各级技术类人员也避免不了同其他非生产部门打交道，所以汉语技能也至关重要。因此，

在这一阶段，藏族一类管理者所拥有的“双语表达能力”成为加分项，但不再是必备条件——汉

族也完全能够胜任日常工作。此外，对于本阶段的管理者或技术类人员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

部门内部关系或与其他部门关系，或是处理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关系，强调的是与其他部门人员

或企业外部人员的交往能力。此外，本研究中的所有藏族二类被访者出生于县城或城市，他们的

汉语口语与书面表达能力从小就优于大多来自农牧区的藏族一类，其协调沟通能力也因此而优于

后者。 

在本阶段，受教育程度包括属性受教育年限（此处高中或中专毕业生属于低学历，而最高学

历是研究生）与是否受过正规教育——汉族被访者尤其强调后者，在他们看来，“函授的学历不

如正规学历（H3，A 集团男性高管）。” 可见，即使藏族一类管理者通过函授方式取得了大专甚

至本科文凭，但在汉族高管心目中，第一学历才反映着真实受教育程度。另外，对于大多数汉族

被访者而言，即使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内地文凭的含金量也要超过西藏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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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产部门的中层管理者需要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尤其是那些直接受聘为经理的外聘者一

类与二类，需要通过证实自己拥有先进的业务理念来获取职位，而这种理念往往根据其是否具备

丰富的理论知识来评估。不过，要想进入中高层及以上职级，承担起全面管理整个企业的职责，

个体就需要“知识面比较广，尤其是行政、财务、营销方面的知识都要懂一些（H9），”而不能只

拥有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知识。面对这种状况，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只深谙生产部门技术的藏族一类

管理者就会遇到晋升障碍。 

业务水平也会重大影响个体在路径 3 的职业进步。调研发现，中级及以上技术类人员以内地

入藏汉族为绝对主体：他们均是正规高等学历起步（大专或大学），其中部分人在进入现有企业

前就已获得了中级或高级职称。相比之下，藏族一类经理往往在进入企业前并无任何职称，而且

因为在进入企业后才开始学习技术，极难达到晋升中、高级职称所需要的硬条件（受教育程度和

工作经验）。再有，藏族一类常年在生产部门工作，接触到其他业务的机会较少，也难以在其他

的技术类工作方面拓展其他技能。 

大多数受访的外聘者一类与二类经理强调了管理能力在职业进步中的重要性。企业在直接外

聘管理者（尤其是较高层级管理者）时，更青睐那些先前拥有内地而非西藏管理经验者：前者被

视为（1）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至少知道需要职责分明（H3）” （2）懂得现代化管理方式，

如“用制度来管人（H4，A 集团男性中高层管理者）”。可见，企业自己培养出来的藏族管理者等

于只拥有本土管理经验，其管理能力的被认可度较低。 

就资历而言，对于外聘者一类而言，先前的工作经验是重要的，但对于外聘者二类而言，现

有的企业工作经验在职业进步中占相当大的权重。实际上，访谈发现，鲜有汉族外聘者一类提及

现有的企业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他们普遍入现职时间较短——所有汉族外聘者一类（14

人）入现职时长中位数为 2 年——还未得到晋升机会。此外，大多数外聘者一类与二类认为，如

果想从中级晋升到高层管理者，那么工作态度（如努力工作或服从）所占权重较小。 

可见，尽管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亚）范畴近似，但（亚）范畴的属性与维度有很大不同，

并且，部分（亚）范畴在员工职业进步中所占权重也有差异。因此，根据模型，藏族一类所遭遇

的“天花板效应”可以归因为，在第二阶段，（1）他们失去了其在第一阶段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引以

为傲的优势（双语表达能力、函授高等学历、深谙生产车间操作技术、能管得住藏族员工）；（2）

他们长时间的本企业工作经验与勤勤恳恳、乐于奉献的工作态度不再被看重；（3）他们的劣势（汉

语不够流利、有限的本地正规学历、狭窄的知识面、过于具体的技能、缺乏技术职称、有限的本

地工作经验、有限的与其他部门或外部组织进行沟通的能力与经验）开始显现。 

在理论模型中，笔者借用抽象化的概念“类同性1”进一步诠释理论编码：藏族一类被识别的

人力资本与能力必须通过类同性 I 才能获得认可。类同性 I 是指，甄选者或评估者倾向于招聘或

晋升那些与自己具有类似特征的申请者，本文特指那些与内地来的汉族有类似背景者。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这一理论编码体现出族群特征，但类同性 I 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族群类同性，而是涉

及到语言、教育与经历方面的类似性。如，与藏族一类相比，藏族二类在语言或教育方面与来自

内地的汉族更加类似；少数几名受访的藏族二类还曾在内地工作过或受过教育——其中两名被访

者只有高中学历，但却因有内地工作经验而直接被聘为中层管理者。模型还显示，虽说会说汉语

的藏族具备打造完整社会网络的条件（图 3 右），但这一网络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会

受到类同性 II 的影响。类同性 II 是指，个体与那些同他们类似者交往的倾向性。 

笔者在访谈时设计了两道题来测量藏、汉员工的社会网络。第 1 题：“您加入本企业后，当

基于工作或任务上的需求，或基于寻求友情、诉苦、快乐等心理支持的需要，最会去与哪些人进

行接触？”备选答案有藏族、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第 2 题是针对被访者在题 1 中所指出的每个

                                                        
1 类同性概念的涵义与前述学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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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继续询问 “此人与您的关系如何？”备选答案有“1-很不密切（只有工作必须时才有交流和互

动）”，“2-不密切（限于工作上的交流与互动）”，“3-密切（除了工作上的交流和互动，有一定

的私人交往）”，“4-非常密切（有很多的私人交往）”。问卷数据显示，在企业内部，异族交往程

度显著低于同族交往程度1，族群融合状况较差，反映出类同性 II 可能具有族群性特征。为深入

了解何种因素会影响藏、汉员工的交往，笔者询问了在题 1 中填写自己有异族交往对象、并且在

题 2 中选择答案 3 和 4 的受访者，询问“您为何与此人交往比较多呢？”结果显示，类同性 II 包括

4 项属性：一是工作或学习经历的类同性，如 H9 强调，自己的藏族朋友“在内地西藏班上过学，

思维方式、思维逻辑是按照内地来的，沟通起来没障碍。”二是受教育程度的类同性。如受过内

地正规大学教育的 H9 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藏族好沟通多了，要是小学文化水平，交流会很困

难。”三是家庭背景的类同性，如 C 公司女性初级技术类人员 H18 指出：“她（藏族朋友）是在

拉萨长大，但父母受过教育，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和我差不多，家庭背景比别人（藏族）好。”

四是性格的类同性，如 B 公司女性中层技术类人员 H12 说，“她（藏族）性格很好，很朴实善良，

我们说得到一起。”由此可见，类同性 II 还包含若干非族群因素。 

微观情境层：企业情境 

在微观情境层，企业情境包括范畴培训与开发以及管理制度化。 

培训与开发 

培训与开发的亚范畴包括新员工入职培训（一对一培训或集中培训）、在职培训（内部培训

或外部培训）以及组织对继续教育的支持（学历继续教育或非学历继续教育）。新员工入职培训

与在职培训的属性（维度）包括内容通用性（完全的专业培训→完全的通用培训）、常态化程度

（临时性→常态化）、系统性（碎片化→系统性）、方式规范性（不规范→规范）、规律性（不规

律【时间长短不一】→规律【每次时长相近】和培训周期（短期→长期）。 

调研发现，所有受访企业的新员工入职培训都是常态化的，但不同岗位的培训内容与方式有

所不同。由于人力资源匮乏，生产部门的一线操作工人新进入企业后，往往缺乏系统的集中式培

训，而以边上岗边培训为主（最常见的是一对一培训），培训时间视具体岗位长短不一，培训内

容以实际操作技能为主——该技能仅能用于同类型企业，通用性较差。各家企业还提供不规范的

规章制度方面的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是帮助员工组织社会化——个体获得“工作相关知识并调整到期工作情境”的过程

（Ashforth, Sluss & Saks, 2007: 448）——的重要模块。研究发现，藏族一类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

遇到两大障碍。一是知识技能学习。访谈中有不少经理指出，藏族工人因受教育程度较低，学习

知识与技能所花费的平均时间较长；另有少数汉族管理者认为，有的藏族员工主观上就不愿意学

习新技术，“怕费脑筋（H14）”。但绝大多数藏族一类受访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是

学习焦虑。正如 T4 所描述的，“我刚来的时候特别怕，我一动（机器），会不会漏油呢？设备会

不会爆炸呢？”藏族一类之所以出现这种心理状态，与他们进入企业前普遍缺乏生产制造型企业

的工作经历有关——在家务农或从事畜牧业、在小餐馆打工、在建筑或运输行业打短工、或在学

校读书。二是工作压力，包括亚范畴工作繁重度与精神压力，后者源自心理约束、竞争氛围及不

断的知识更新。如，成长于牧区的新入职员工需要改变在老家的工作生活节奏，适应企业朝九晚

五的规律，还需要适应各种规则的制约，进而产生了心理约束。研究还发现，学习焦虑和精神压

力已经造成了部分新进藏族工人离职。 

就各企业的在职培训而言，只有生产部门的安全培训是常态化、系统性的，也比较规律与规

范。相比之下，其他培训以碎片化、临时性、不规律性与不规范性为主要特征。这类培训课程以

                                                        
1 具体问卷设计、调研过程与数据结果请见：王凡妹，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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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训（操作方面的理论与技术）为主，企业偶尔也会聘请内地教师前来短期授课，传授技术

方面的理论知识。非生产部门人员也有在职内部培训机会，企业会请内地教师入藏讲授比较新的

经营、管理理念与方式。尽管这类培训同样具有临时性、碎片化特征，培训时间也较短，但内容

通用性相对较强。此外，各种培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被培训者汉语水平的影响——培训都是

汉语的，只在极少的培训中，企业会让藏族管理者为藏族工人进行翻译。 

语言（汉语）培训旨在提升藏族员工的汉语表达水平，属于完全的通用培训。受访企业中只

有 A-1 公司提供了常态化的语言培训课程。尽管在师资、课程设置或硬件设施方面，企业的投入

非常有限，培训也不够规范和系统，但还是受到文化素质较低的藏族员工欢迎。而其他企业并未

提供语言培训项目——在高管眼中，语言培训既花钱又花时间，“我们（企业）主要让他们（藏

族工人）学会操作机器就行了（H13，D 公司男性高管）。”  

非生产部门员工能够参加两类培训项目：一是西藏各机构主办的各类长短期培训班。这类培

训以实用性技能为主，藏族一类管理者也有机会参加。二是赴内地参加各种培训班。这类培训内

容通用性强、课程涵盖范围广（如金融、财务、营销等），但因成本较高，一般只有中高层及以

上管理者才有机会参加。藏族工人则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对外培训项目。如，所调研企业只有 A-1

公司在筹建之时，给新入厂的藏族工人提供过一次赴内地培训的机会，即由该公司现任男性高管

H1 率领，到安徽 A 工业集团培训了 40 多天。此次培训效果非常好，工人们既学到了机器操作

技能，了解了大型现代化企业的运作模式，还大大提升了汉语表达水平。但自那之后，A-1 公司

再也没有提供过此类培训，关键原因是成本太高，企业无法承担。 

组织对继续教育的支持的属性（维度）包括可获得性（几乎不/无法获得→容易获得）、时间

支持（不支持→支持）、费用支持（完全自费→报销全部费用）。通常说来，文化层次较低（初中

及以下）的员工可以参加大学或政府举办的非学历教育，但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类教育的

可获得性不足。如，尽管拉萨有不少夜校传授语言、计算机知识等，但如果企业位于郊县（像

A-1 或 C 公司），那么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员工就无法接受这类教育了。文化层次较高的员

工可以通过自考或函授方式继续学历教育。这类教育以自学为主，可获得性强，也能够习得通用

知识，但参与者必须满足教育的最低要求（至少是高中或中专毕业生）、投入时间（2 年及以上）

与不菲的成本，有时还需要在时间与费用方面得到企业支持——如，函授教育需要学员每学期花

15 天时间到 S 市脱产学习，也有员工因付不起学费而无法继续学习。 

总之，所调研企业的培训与开发体系尚不足以达到帮助藏族一类提升人力资本和能力以及克

服类同性所造成的障碍。事实上，部分在职培训甚至会扩大藏族一类与其他雇员之间的差距。 

管理的制度化 

管理的制度化之属性（维度）包括制度的完善性（不完善→完善）、制度的清晰性（模糊→

清晰）、制度的精细性（粗疏→精细）、制度的公平性（不公平→公平）、制度执行的透明度（隐

蔽→透明）。 

本研究中，所调研企业普遍未能建立起完善、清晰、精细、公平的晋升制度。笔者分析了企

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文件后发现，各企业的管理晋升制度既不完善又过于粗放。如，A-1 公司规定：

“对能力突出、表现优秀的员工予以涨薪，并提供晋升机会。” 但企业既无详细客观的绩效考评

制度来评判“能力突出”，也无精细完善的绩效考核指标来评判何为“表现优秀”。 

调研发现，在生产部门，藏族一类中层管理者通常是由高层管理者选拔，然后再由他们负责

从工人中选拔低层管理者——在族群隔离的状况下，汉族高管很少与藏族工人沟通，无法参与低

层管理者的选拔。访谈还发现，部分藏族一类低层管理者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被提拔到当前岗位，

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可以继续获得晋升。此外，大部分藏族一类工人和低层管理者认为，晋升过程

并不透明。如，C 公司女性低层管理者 T29 说，“有时候经理会突然在晨会上宣布，谁是新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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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可见，族群隔离状况与管理制度化问题——制度本身的缺陷与不透明的制度实施过程——

交织在一起，使得藏族工人得到合理认知的难度加大，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能够突破语言障碍，

但因基层人才选拔权掌握在藏族中层管理者手中，其人力资本与能力也难以得到更高层管理者的

认知。 

各企业非生产部门的晋升普遍采用了以竞争为基础的晋升或聘用体系，用于提升或选拔人

才，并且制度运行过程中透明度较高，也不存在族群隔离状况，汉、藏较高层级的管理者均能成

为评价主体。但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1）由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匮乏，竞争者陈述业绩时靠的

是口头陈述，结果造成竞争者的不公平感。（2）选拔标准内外不统一——如，对内部竞聘者要求

有工作经验，对外部竞聘者却侧重学历——造成企业内部人员的失望感，尤其是当一名具有较高

资历的内部雇员被一名外部人员打败的情况下。（3）评价体系的内容设计不合理。如，竞聘时评

委围绕着理论层面问问题，侧重于竞聘者能否说出“先进的营销理念（T7）”，那些非常了解西藏

情况，但理论知识有欠缺的竞聘者就难以胜出。制度的不完善性、模糊化、合理性欠缺、设计粗

放，使得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评判结果往往过多依赖主观性判断，增加了类同性 I 在选拔人才中的

影响。可见，无论是生产还是非生产部门，现有的管理体系均难以帮助员工清晰地了解自己在企

业里的职业前景、了解自己从哪些方向去努力实现目标，也难以让员工对获得晋升的人员心服口

服，产生公平感（Stumpf & London, 1981）。 

研究发现，基于类同性的评估会从三方面影响人才甄选：（1）对业务水平的评判。对于那些

需要频繁与当地客户打交道的岗位而言，竞争者需要熟悉当地环境，尤其要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独

特的人文特征。如，A-1 公司曾有一名来自内地的汉族在竞聘后赢得营销经理职位，结果进入企

业不到半年就因达不到预期业绩而离职。这是因为该公司销售带有浓郁西藏特色的农产品，客户

更愿意同藏族销售人员打交道——藏族不但熟悉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其藏族身份与会说

藏语更增添了对方对产品的信赖。（2）对管理能力的评判，即管理能力的本土化问题。如，考虑

到藏民笃信佛教，看重宗教节日，B 公司允许藏族工人在“藏历的十五和三十休息（H9）”；在

难以调整休假制度时，他们会想到替代办法，以“向员工提供素斋（H9）”，满足藏民的心理需

求。少数藏族管理者会理解并利用藏族员工的文化特征来管理。如，为了保证藏香制作质量，B

公司男性中层管理者 T21 会强调藏香的宗教意涵，并且，为激发员工对工作的自豪感，平时强调，

“我们不像那些做鸡鸭生意的，我们清清白白的，不杀生。”（3）对协调沟通能力的评判。实

际上，无论在哪个阶段，也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非生产部门，为降低企业内的族群隔离现象，族

群之间的沟通能力均应得到高度重视。访谈中大多数汉族被访者表示，自己之所以不与藏族工人

交往，是源自语言、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族群差异性。但笔者注意到，许多汉族从心底里就缺乏与

藏族工人沟通的愿望，其中最典型的观点就是，“藏地就应该藏人来治理，我们汉人只是大的管

理就 OK 了，具体的管理（不要干预），我们汉人的思维肯定跟他们不一样（H8，B 公司男性高

管）。”实例证明，语言等障碍并非是不能克服的，问题在于沟通的主动性。如，A-1 公司中高层

男性管理者 H1 是汉族、学历较高（本科）、至今不会说藏语，但他在工作时间常常到车间里转，

业余时间还与藏族工人们一起打篮球、做活动，被后者亲切地称作“Z 老师”， 颇受他们的尊

敬与爱戴。 

总之，管理的制度化缺陷容易造成对个体人力资本或能力的误判，同时也增强了社会资本所

占权重。族群隔离还造成了评审委员会成员不熟悉申请者，故此（1）评估者的主观评判更可能

基于类同性 I，导致对藏族一类之人力资本与能力的误判；（2）藏族一类受到类同性 II 影响的社

会网络方面的缺陷会被放大。以上这些问题与其他管理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藏族员工频繁离职

的推手。如，这些企业的薪资方面存在两大问题：（1）基层工人的基本薪资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2）各家企业均存在程度不等的不依法给员工上保险、或所上保险不完全的现象，即通常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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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层或以上管理者或企业所亟需的技术类员工，才能够获得全额法定保险。在这种情形下，

藏族工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无法晋升，就很可能会选择离开企业。 

宏观情境层：区域差异与政府政策 

在模型的最外层，笔者从区域差异与政府政策方面来探讨影响藏族职业进步的深层次因素。 

区域语言差异 

区域语言差异包括亚范畴西藏与内地之语言差异，西藏各地区语言差异与西藏城乡语言差

异，属性（维度）包括汉语学习时长（从小学开始学→从中学开始学）、主课程用汉语教授时长

（从小学开始学→从中学开始学）、区域语言环境（很少或不说汉语→以汉语为主）与区域语言

用途（不用汉语→汉语用途广泛）。 

西藏常住人口中汉族很少，藏语是西藏城乡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文字（马戎, 2011）。调研发现，

来自不同地区的藏族在汉语熟练度上差别很大。访谈中，笔者将藏族被访者的汉语口语能力分为

4 档（从“级别 1-无法沟通必须借助翻译”到“级别 4-非常流畅”）。结果显示，藏族被访者从

小生长的区域越靠近大城市，汉语说得就越好。如，那些从小生长在 S 市或在 S 市有长期生活经

历的藏族被访者，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汉语口语表达能力至少能达到级别 3。在很大程度上，

汉语口头表达能力与区域环境中是否有说汉语者以及是否有必要使用汉语有关，像 S 市，“夏天

到处都是来旅游的汉人（T17）”，藏民就有学习与使用汉语的机会。另外，西藏的城乡语言环境

不同——如，农牧区的藏族几乎不说汉语——所以来自城乡的藏族员工语言表达能力也不同。 

研究发现，藏族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汉语的书写能力越强。此外，即使两名同等教育水

平的藏族员工，其汉语表达能力也有差距，这与其从小生长区域的汉语教育有关：在西藏的不同

地区，学校正规汉语教育的汉语学习时长和主课程用汉语教授时长是不同的。调研中的部分受访

者开始在学校学习汉语或用汉语学习主课（如数学、政治等）的时间要早于其他受访者。正如 A

集团总部女性中层经理 T13 所说，“（S 市）都是汉藏混校的，学校里有汉族班和藏族班，但藏

族班里面的数学、语文等都是拿汉语教，除了藏文。”然而，来自 S 市以外、至少受过小学教育

的藏族被访者都是从小学 3 年级甚或 6 年级才开始汉语文课程，直到小学 6 年级甚或初中开始才

有机会用汉语学习数学、语文等主课。 

区域教育差异 

区域教育差异包括亚范畴西藏与内地之教育差异，西藏各地区教育差异与西藏城乡教育差

异，属性（维度）包括受教育程度（低→高）、教育质量（差→优异）、教育资源（稀缺→丰富）

与教育理念（不关注→十分关注）。 

所有受访者都承认，西藏的整体教育水平与内地相距甚远。正如政府女性官员 H23 所说，

“这里（西藏）的人员素质比不上内地，员工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算学历高的，还有

的初中没上完，或者到技校拿个培训证书。”另外，西藏各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的人员受教育程

度也有很大差别。如，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生长于 S 市的藏族员工受过正规的高中或中专及以上

教育，而来自其他地区的藏族员工中，“高中或中专学历就算是高学历了，牧区来的好多没上过

学，城里来的好些（T3, A-1 公司男性中层管理者）。” 

在本项研究中，所有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汉族被访者都将子女留在家乡接受教育，因为“这

里的教育质量太差了，不能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H3）。”西藏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均衡，如，

S 市长大的受访者均接受过学前教育，但其他地区的农牧区被访者则难得获得这种机会——有些

地区的“村里面没有幼儿园（T14，A-1 公司女性低层管理者）。”再有，农牧区学校的硬件设备、

师资力量都比不上大城市。如，T14 与丈夫同在 S-1 县工作，但两人特地把孩子送到 S 市接受教

育，因为“那边老师多，学校条件也好多了”。此外，前文说过，西藏各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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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继续教育资源的差异。就高等教育而言，西藏的高等教育机构集中在拉萨，高校毕业生的市

场认可度远不如内地高校。调研发现，内地高校毕业生在西藏比较抢手，人们也认为他们的素质

超过西藏本地大学生。如，A 集团男性高管 H2 毕业于内地一所普通二本院校，“在内地特别难找

工作，但到这里（S 市）完全成了抢手货，工资一家开得比一家高。”另有少数汉族被访者也以

亲身经历指出，西藏培养的大学生在知识技能方面普遍不如内地大学生。 

部分被访者指出，西藏与内地民众在教育理念上也有一定差距，相比之下，内地家庭对子女

教育的重视度要高得多。在受访者眼中，这是因为“内地竞争强烈，公司在选拔人才时，对学历

的要求相对较高（H2）。”在西藏各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人们也秉承不同的教育理念：通常说

来，城市家庭要比偏远农牧区家庭更加重视教育，如，农区父母会要求孩子小学毕业后回家种青

稞（T29，C 公司女性低层管理者），而“S 市的孩子不一样，家里重视孩子的教育，好多都是高

中毕业（H23）。”  

区域现代化差异 

区域现代化差异包括西藏与内地之现代化差异、西藏各地区之现代化差异与西藏城乡之现代

化差异，属性（维度）涉及工业化程度（以农牧业为主体→以工业化为主体）、城市化程度（低

→高）和/或管理水平（低→高）。 

前文提到的藏族一类的学习焦虑问题与其进入企业前所长期居住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有关。西

藏各地区之间的工业化程度差别很大，如，S 市是西藏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拥有 1 个省级技

术经济开发区和 3 个工业园区（所调研公司位于这些工业园区）。因此，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农牧

民员工相比，这些工业园区附近的农牧民对企业不陌生。如，来自 S-1 县农村的 T27 进入企业后

并未感到焦虑，因为之前“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对企业）有些了解”，而 T4 来自日喀则偏远

农牧区，“找工作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企业，只知道修车、电工什么的，老家根本没有大企业。”  

调研还发现，区域的城市化程度也会影响企业新进藏族员工的心理状态。本研究中，汉族被

访者全都有长期的城市生活经验，大多数还在北京、天津、深圳、广州、成都这类城市化很高、

“压力特别大，竞争特别强（H5，A 集团总部男性初级技术类人员）”的区域工作生活过，根本不

觉得在 S 市及其周边地区工作生活有压力。此外，城市生活节奏与企业的工作节奏基本同步，有

丰富城市生活经验的汉、藏员工也不会因心理约束而产生压力。相比之下，藏族一类大多缺乏丰

富的城市经验，会因突然进入 S 市而感到不适应。 

研究还发现，管理者之所以会基于类同性来判断管理能力，是觉得西藏与内地的管理水平差

距很大。的确，所调研的企业非但人力资源管理亟待完善，其他管理问题也随处可见。如，H9

刚进入公司时就发现，“（公司）财务制度方面不健全，连现金流量表都没有。”另外，诸如部门

之间职责不清这类问题不但存在于各家企业中，也常见于当地的政府管理部门，带有区域性特征。

访谈中，绝大多数汉族员工都对当地政府的低效率抱怨不迭，并因此而加重了对西藏管理者管理

能力的负面印象。在他们看来，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下是区域大环境造成，“这类事根本就不会在

内地发生（H4）”，并且“改变是不可能的，他们（藏族管理者）全部受不了（H4）。” 

总之，藏族一类的人力资本与能力普遍不如藏族二类，与内地入藏汉族更是相距甚远，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区域语言、教育和现代化差异的体现。 

区域文化差异 

区域文化差异包括西藏与内地之文化差异和西藏城乡之文化差异，属性（维度）涉及时间假

设（慢→快）和/或宗教文化（鲜见→普遍）。值得注意的是，西藏以藏族为主体人口，因此区域

文化与族群文化有高度重合。 

沙因（2011: 109）指出：“对时间的认知和感受是组织运作的最核心层面，一旦人们对时间

的感知有差异，巨大的沟通与关系问题就会出现。”资料显示，藏族（尤其是藏族一类）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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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对企业的工作节奏感觉不一样，是因为西藏文化中的时间假设与内地截然不同。在汉族被

访者眼中，节奏慢是西藏典型的区域特色，就像 H4 所说，“内地企业与这里的最大差距就是节奏

慢，而且整个西藏气氛都是。” 

西藏的工作节奏与生活节奏一样缓慢，这是多年来西藏以农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所决定

的。迄今为止，西藏的农牧区还秉承日出日落完成农耕或放牧的传统，吃饭时间也不固定，“牧

民天亮前挤奶，然后回家吃早饭，再带上干粮柴火放牧，饿了就烧点水、吃点糌粑（T3）。”在调

研中，有管理者反映藏族工人上班时会“带着甜茶、糌粑，过一两个小时要休息一下，喝点吃点，

不管手头工作完没完成（H14）。”这反映的就是藏族员工进入企业前在牧区的时间假设。时间假

设有城乡差别：开放度越高的大城市，时间假设与内地越相似，因此藏族二类就不需要努力改变

自己才能适应企业的时间假设。此外，西藏的慢节奏也使初入西藏的汉族被迫调整工作节奏，造

成了他们对当地管理水平的刻板印象。 

宗教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藏传佛教的影响体现在藏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所调研企业的藏族老板或高管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会举行宗教仪式，“去寺庙去会拜一拜财神，

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的（H8）。”遵从宗教习俗已经成为藏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与藏族员

工住邻居的 H11（B 公司女性初级技术类人员）观察，“他们（藏族）宗教信仰特别重要，不吃

鱼，十五、三十不吃肉、不杀生。”藏民对宗教文化的尊重，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是一种习惯

（T14）”。笔者在调研期间，也多次在寺庙中看到藏民背着几个月大的孩子虔诚拜佛的场景。相

比之下，宗教信仰在汉族中的规模与影响力要得多，“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没有宗教的意识，

强调无神论嘛（H3）。”可见，如果不了解藏民对宗教信仰的强烈精神需求，就难以理解他们的行

为，也就难以做好人性化管理，并将这种文化特征转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利因素。 

政策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同样深受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1）政府支持，包括亚

范畴招聘与人力资本提升，属性（维度）是经济支持（少→多）与服务支持（少→多）；（2）政

府优惠政策影响，包括亚范畴农牧民就业机会与公务员就业机会，属性（维度）是多元化（单一

→多元）与机会数量（少→多）。   

其一、政府支持：大多数汉族被访者对当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表示惊讶，认为“内

地真的不如西藏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大（H1）。”政府在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持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帮助企业招聘员工。本研究中，大多数藏族一类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扶贫办、管委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等机构的帮助下招进来的。在西藏招农牧民员工，当地政府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虽多，但因消息闭塞、语言障碍、文化程度低等因素，藏民难以了解招工信息，

再加上很多人从未接触过企业，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企业招人时，需要当地政府“打个招呼

（H9）。”二是支持企业内部人员人力资本的提升。如前文提到的 A-1 公司藏族工人曾赴内地企

业培训，就是在政府的对口支援政策帮助下——由对方承担培训与住宿费——才得以成行。此外，

政府还在语言培训或其他在职培训方面向企业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如，B 公司就与政府合办技

术培训项目，培训藏香制作人员。 

其二、政府优惠政策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民营企业人

力资源的流动性。笔者注意到，在各企业员工中，西藏生源的正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藏、汉族）

占比极低。从理论上讲，这些毕业生本应是企业理想的招募与培养对象，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高、

汉语言能力强、很容易满足技术职称的评审条件，而且熟悉本地环境，愿意长久留在西藏工作。

所调研的企业也愿意大批招收这类人才，人尽其用，尽量根据他们在校所学专业，为其安排适当

的岗位。但调研显示，民营企业在招聘或留住这类人才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一是因为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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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藏族受访者所说，他们从小的职业期望就是进入公务员行业1，获得稳定的未来生活保

障。少数藏族被访者也以自身经历指出，公务员行业的福利要比民营企业好得多。二是因为政策

推动。自 2006 年以来，自治区连续出台系列优惠性措施，解决藏地生源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郭

卫平&贾仲益，2013），其中就包括通过提供生活补贴或助学贷款代偿等方式，鼓励高校毕业生

进入中小型企业、非公企业就业。但与此同时，政府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

向毕业生开放2。受政策影响，藏地生源毕业生进入公务员行业的门槛大幅降低，反过来也就更

不愿意进入民营企业工作，而企业甚至因为这类政策而失去原来曾经招收的高校毕业生——A-1

集团 2011 年招来的十几名藏族高校毕业生三年后全因考进公务员行业而离职。于是出现一个悖

论：解决就业难的政策，使得企业难以招到高、中级人才，不仅难以吸引他们，甚至难以留住他

们。访谈中，大多数管理者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即，藏地生源大学生一般不会留在民营企业，“他

们最多就是将企业作为一个跳板，临时找个地方锻炼一下（H16，D 公司男性中层管理者）。”此

外，由于这类毕业生往往是企业较理想的培养对象（管理层或技术骨干的后备人选），他们的缺

失会造成企业后继乏人。面对这种情况，企业被迫长期高薪聘请内地入藏汉族，使企业现有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的各项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政府优惠政策也间接影响着藏族员工的职业选择与离职行为。近年来，自治区出台了不少措

施，以解决农牧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类是向农牧民自主创业提供补贴，如财政补钱帮助

农民“种大棚（H23）”。另一类是开展各种培训项目，如政府“全部出钱（H24，女性政府官

员）”，教农牧民编制藏毯、制作藏香等，也提供技工、锅炉工之类多种培训。这使得农牧民在

择业方面有了更多选择（如在家里务农、开小作坊或跑运输等），无需进入企业工作。并且，在

藏族员工做出离职决定的时候，这些措施也会成为一种推动力。调研发现，如果藏族工人离开企

业后又重回企业、或进入一家类似的企业，那么会因其有限的人力资本或能力，“未必能够获得

比原来更高的收入（H4）”。实际上，这些原本就处于职业低水平上的藏族基层员工的离职行

为会使其职业生涯常常处于相同入职水平的不断重复中，从长远来讲，难以实现向上流动。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草根理论方式打造了三层次模型，诠释了藏族员工在企业内的职业进步状况。核心故

事层表明，藏族员工实际的人力资本或能力需要通过语言被识别，进而需要通过类同性获得认可。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对人力资本与能力的评判标准不统一，人力资本或能力在员工的不同职业进

步阶段的所占权重有所不同，再加上社会资本的放大效果，造成藏族员工可能遭遇到“天花板效

应”。在微观情境层（企业情境层），藏族员工在人力资本与能力方面的缺陷难以通过企业的培训

与发展体系得到有效弥补；与此同时，企业的制度化缺陷又增加了这些员工的人力资本与能力被

误判或非公正评估的可能性，放大了其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缺陷。在宏观情境层，区域差异是造成

藏族员工人力资本和能力普遍不足以及类同性得以形成的深层影响因素，也负面影响了这些员工

的人力资本和能力得到认可以及社会网络的打造。此外，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优惠措施直接或间

接影响了企业内藏族员工的流动性，进而从长远影响了其职业进步状况。 

本研究结果与先前研究（如杨涛, 2012）有些许相似之处，但在两方面与现有关于少数族群

职业相关的研究结果有重大差异。在个体层面，本研究发现，在不同情境下，诸如人力资本这类

常用概念的内涵及其所占权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职业相关研究中，需要将概念的界定与其所处

情境相结合。如，在很多研究（如 Smith, 2005）中，受教育程度是以个体所受之教育年限为衡量

标准，但在本研究中，同一学历在员工的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认可度不同，在中国情境下还表现

                                                        
1 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参照（刘天平、杨文凤&孙自保，2015）的方式，将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

织公开考录的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统称为“公务员行业人员”。 
2 在 2015 年，超过 1 万名岗位空缺被提供给毕业生（《西藏自治区 2015 年高校毕业生第一批公开考录公告》，取

自http://www.xz.hrss.gov.cn/news/201554/n71111557.html）.  

http://www.xz.hrss.gov.cn/news/201554/n71111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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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规学历与继续教育学历、不同地区的同等学历的认可度差异。本研究中，个体拥有的人力资

本与能力必须被认可并被认知后，才能在职业进步中发挥作用。如，藏族一类中层管理者在第一

阶段已获识别的管理能力会因无法克服类同性障碍而不再被认可。研究还发现，一些学者所强调

的族群类同性会在社会资本的打造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族群类同性不过是影响员工社会资本的

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在宏观情境层面，有研究者（如 Nkomo et al., 1990）已经注意到，组织情境会影响少数族群

的职业进步状况。在本研究中，笔者拓宽了分析角度——将藏族员工放在其所处之微观情境（企

业）与宏观情境（区域与政府）中，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探究影响其职业进步的因素。笔

者以为，在研究中国少数族群的职业相关问题时，特别不能忽视宏观情境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

在分析问题时，直接沿用现有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可的分析视角——基于种族或非基于种族1——

就可能会造成对中国复杂的少数族群问题的简化或误读。如，Grunfeld（2013）与 Dreyer（2003）

曾经指出，藏族劳动力之所以未能充分受益于西藏旅游业或建筑业的发展，是因为原应属于他们

的工作机会被汉族拿走，并据此而推断，针对藏族的歧视必定存在于西藏的劳动力市场上。本研

究的实地调研结果则表明，至少在西藏特色资源中小型民营企业内，藏族在绝对数量上是远超汉

族的。在本研究中，藏族员工从未提及自己遭受过偏见或歧视，而汉族管理者也表示，考虑到藏

族员工的独特优势及未来职业规划，企业雇佣满足条件的藏族员工是理性的选择。 

本研究中，员工在职业进步状况上表现出的族群差异性也不能简单地用族群偏见与歧视来诠

释，因为（1）各家企业内人力资源的族群分布状况都是类似的，与老板的族群身份无关；（2）

藏族员工相互之间在职业进步状况上也存在着差异性，其中藏族一类会遇到“天花板效应”，藏族

二类与汉族员工的职业进步轨迹更加类似；（3）族群类同性只是员工打造社会网络的众多影响因

素之一。此外，类同性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长期的区域差异所引致的区域偏见；此类偏

见并非针对某一特定族群（如，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之对非洲裔美国人），而是针对某一区域性群

体。如，汉族管理者认为西藏大学毕业生（包括汉族、藏族）的能力不如内地高校毕业生，这一

看法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并非只针对藏族群体。实际上，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区域性歧视普

遍存在于中国的不同省份之间（徐顽强&孙丹, 2014），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聚居着少数

群体成员（藏族），这一偏见就表现出鲜明的族群特征。以上这些说明，西方学者未建立在实地

调研基础上所做出的推断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理论方面，本研究也用实证数据验证并细化了国内有关少数族群就业方面的研究成果。

如，马戎（2009）指出，藏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缺陷使其难以参与市场上与汉族移民的竞争——

西藏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不在同一水平上，前者承担着后者难以胜任的技术岗位与管理岗

位；张男星等（2014）证明，西藏是中国所有省市区教育最不发达的地区；还有学者（如潘海生, 

2006; 卞利强等, 2014）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和继续教育阶段存在的资源不均衡，造成了西藏

在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 

不少研究证明，语言是造成职业进步状况之族群差异的众多因素之一（如 Hellerstein & 

Neumark, 2008），而在本研究中，语言所扮演的是关键性角色。组织研究者（Vaara, Tienari, Piekkari 

& Säntti, 2005）认为，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组织内的语言与话语（discourses）一起，

以在每日社会交流中较隐蔽的方式控制着人们。语言的这些功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拥

有基本的工作语言交流能力的藏族一类能走入基层管理岗位，却无法满足更高职级对语言熟练度

的要求。另外，之所以来自西藏不同地区的藏族员工的语言能力差距甚大，也可以从双语政策的

执行过程中找到答案。自 1994 年起，西藏开始明确强调双语政策（马戎, 2011）以后，地方各级

学校逐渐形成了三种双语教学模式，而农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城区的模式各不相同——如农牧区

                                                        
1 Sagas 与 Cunningham（2005）甚至指出，如果族群之间在职业成功方面的差异并非源自人力与社会资本的差异

性，那么就为歧视性假设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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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藏语文为主，城区以汉语文为主教学。各地教学模式的差异与语言环境的差异结合在一起，

造成学生汉语水平的差异，如城市学校的学生汉语水平明显超过牧区学校的学生（王珍珍&王鉴, 

2013）。 

本研究中提到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可以用官方统计数据来证实。近年来，西

藏非农产业发展迅速，但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2014 年，西藏工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占比为 7.18%（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 2015: 表 2-7），远低于全国水平

（35.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 表 3-2）。同年，西藏制造业从业人数在西藏各行

业从业人数中的占比只有 1.60%（原始数据取自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

2015，表 3-4），区内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拉萨（9.77%），山南、日喀则、林芝地区在 1.90 到 2.79%

之间，最低的那曲地区只有 0.36%（原始数据取自 ibid：表 3-7）。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

何在本研究中，来自偏远农牧区的员工鲜有机会接触生产制造业企业。另外，西藏的城镇化水平

为中国所有省市区中最低：自 1978 年以来，西藏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连年增长，

但截至 2014 年也只有 25.75%（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 2015: 表 3-1），

远低于全国水平 54.7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 表 2-1）。 

笔者以为，尽管缩小区域差异尚需假以时日，但在当前状况下，藏区企业和政府依然能够各

司其职，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藏族员工弥补自身的不足。除采取措施改进培训与发展项目以外，

企业还可以（1）在入职培训时，为藏族员工打造宽松的学习氛围，给予其更充分的学习时间；

（2）给予藏族一类更多的外部（尤其是到内地）培训机会；（3）适度开发并改进汉语培训项目；

（4）酌情支持继续教育，使员工得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提升人力资本，并以此节约企业的培

训与开发项目成本。此外，企业可以考虑藏族员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特殊现象，提升继续教

育学历的认可度。 

与所有现代化企业一样，藏区企业也只有打造完善的、清晰的、精细的、公平的且执行过程

透明的制度，才能使评估者能够有效地甄选人才，最小化自己可能有欠公允的主观评判，减少甄

选过程中类同性因素的影响，使藏族员工获得合理公正的评价。再有，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在制

定与完善人力资源相关制度时，不宜完全照搬内地模式，而需要注意本土化问题——如，藏区企

业需要考虑藏族员工的特殊文化心理需求，招聘特定岗位时需要考虑所面向市场的特殊性等。藏

区企业还需特别重视组织文化建设，打破可能存在于异族群成员间的语言等障碍，推动跨族群沟

通。 

地方政府也可以在三方面帮助企业内的藏族员工提升人力资本：（1）支持企业开办完全的通

用技能培训项目，如，由政府出资设立流动式培训基地，长期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深入各企业进

行语言培训；（2）以贷款等方式帮助希望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学历的藏族员工；（3）打造西藏与内

地沟通交流的平台，鼓励藏族员工进入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实地培训。 

在宏观情境层面，政府需要权衡新政策出台对相关利益各方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

政策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即政府原想为藏族农牧民富裕劳动力与藏地生源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

机会的政策，反倒成为他们不进入企业、甚至离开企业的推动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究根到

底，还是因为企业自身的吸引力远不如公务员行业。研究表明，出于职业稳定性、社会声誉及地

位等方面的考虑，不少大学毕业生仍将进入公务员行业作为职业期望（曹建萍&习海修, 2015）。

这一现象在西藏的大学毕业生中尤为突出（肖彩波&刘红卫, 2015）：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很多

大学生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普通干部职工或农牧民家庭，他们找工作时会倾向于找这种“效用

久”与“风险小”的单位（郭卫平&贾仲益, 2013）。 

理论模型还表明，企业情境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正如本研究所说，如果企业不摒

弃自身的管理缺陷，不但会影响政府的支持效果，使企业进入非效益因素引发的人员流动现象后、

又异化为企业效益下滑的怪圈，也难以承担起带动就业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从解决企业问题

着手来制定政策，而不宜过多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的流动。2015 年，西藏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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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小微企业明显扩张1。但本研究提醒我们，管理水平低

下的企业难以承担起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任。笔者以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有必要对拟

投资的企业进行严格监管，如建立严格的资质审核制度，确保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资质，谨

慎推出放松准入政策。此外，地方政府有必要引导和帮扶企业落实社会保障，缩小与公务员的差

距，还可以打造平台，通过鼓励西藏地区的企业管理者与内地现代化企业的企业家、内地高校等

进行合作交流，并出资对高管进行培训等形式，全面提升企业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 

因受到时间与条件限制，本研究存在两点局限：一是笔者因不会说藏语而造成的样本偏离，

即藏族工人样本数目少；二是访谈资料的搜集大多在工作时间完成，受访者的观点难免会受到工

作环境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西藏地区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藏族员工。要想全面了解该地区藏族的职业进

步状况，还需要研究那些在公务员行业或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的藏族员工。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

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经济类型和民族文

化特点等都多种多样（张落成&吴楚材, 2000）——未来研究还可以聚焦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其

他少数族群，了解他们的职业进步状况。当然，未来研究也不能忽视散居在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少

数族群成员。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对比、相互验证，最终尝试打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族群

职业进步状况理论模型，找到影响我国少数族群职业进步的影响因素。 

总之，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少数群体成员将无可避免地与多数群体在市场上竞争，政府也

不可能总是干预劳动力市场。本研究从个体、微观与宏观三个层面找到了影响藏族职业进步的因

素，希冀这些成员能与多数群体成员一起，同生共存，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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